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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重症监护室(intensivecareunit,ICU)患者常因

意识障碍或治疗性镇静导致决策能力丧失.根据

«民法典»[１],此类患者由以直系亲属为代表的法定

代理人承担临床决策权.ICU 代理决策比例高达

９５％[２],决策内容涵盖气管插管、心肺复苏、体外膜

肺氧合等高风险操作,以及姑息治疗与器官捐献等

伦理敏感事项[３Ｇ４].非医学背景的代理人需在紧急

状态下,基于有限医疗信息和风险评估做出复杂决

策,此类高压情境极易诱发决策后悔.决策后悔是

个体在医疗决策中经历的负性认知情绪反应,表现

为对既往决策的持续性反刍思维与消极情感体

验[５].这一情绪反应不仅导致代理者决策效能低

下、认知负荷增加,还可能诱发焦虑或抑郁等长期心

理健康问题[６];同时,代理者因后悔对医疗决策产生

抵触情绪,可能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,甚至导致治疗

中断或延误.鉴于此,本文系统综述ICU 代理决策

者决策后悔的概述、发生现状、评估工具及影响因

素,以期为临床开发决策辅助工具、优化护理流程提

供参考.

１　决策后悔概述

决策后悔的研究起源于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.

１９８２年经济学家Bell[７]在研究预期效用时首次提出

决策后悔模型,通过效用比较框架,将决策后悔界定

为实际结果与替代选项预期价值差异引发的情绪反

应.２０１６年,心理家Byrne[８]引入反事实思维,关注

决策中的心理否定现象,认为后悔是个体对事件可

能性假设的强烈情感反应.在医疗决策中,反事实

思维表现为代理者对“如果选择其他治疗方案是否

会更好”的持续思考,这种思考将加剧心理负担.

２０２４年,Chehade等[５]对医疗领域决策后悔进行概

念分析,将其定义为个体在医疗决策后经历的多维

负性体验,发生具有即时性与延迟性,与决策过程、

治疗方案和/或治疗结果有关.研究总结决策后悔

的前置因子:决策过程受损、治疗目标冲突、医患信

任度等敏感指标.尽管现有概念界定尚不统一,但
综合研究结果[５,７Ｇ８]可以明确决策后悔的内涵:是指

医疗决策后立即或延迟发生的,与决策过程、治疗方

案和/或治疗结果相关的负面认知情绪反应.在医

疗决策环境中,根据来源不同可将决策后悔分为过

程后悔、选择后悔和结果后悔[５],３种后悔可以单独

经历,也可以同时经历.决策过程受损将导致过程

后悔,过程受损源于决策参与度不足、决策冲突、知
识Ｇ沟通鸿沟等;治疗中的伦理困境可能导致选择后

悔,当面对生命维持治疗选择时,个体陷入“作为/不

作为”的困境,反事实思维将聚焦替代方案的可能收

益,加剧选择后悔;当治疗决策导致次优或不良结局

时,就会引发结果后悔,与不良症状、治疗并发症以

及生活质量降低有关.结果后悔是决策中最常见的

类型,但选择后悔和过程后悔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自

我批评,使个体在决策中变得保守和被动[９].

２　ICU代理决策者决策后悔发生现状

因ICU 人群、决策内容、治疗结局等不同,研究

中代理者决策后悔水平呈现异质性.一项多中心研

究[１０]结果显示,成人ICU代理决策后悔发生率高达

７３％,其中５４％为轻度后悔,１９％为中重度后悔.
儿科ICU 父母决策后悔发生率为５１．０％,具体而

言,２９．２％与手术治疗有关,２８．８％与呼吸支持有关,

２４．３％与医疗管理相关[１１],不同决策内容后悔风险

不同.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中,代理者决策后悔

普遍存在,其中８２．３５％为重度后悔,１７．６４％为轻度

后悔[１２].随着时间推移后悔轨迹呈动态特征,在气

管切开决策后２周,５２％的患儿父母经历决策后悔;

３个月后比例上升至７２％;丧亲者比幸存者父母经

历更多后悔[１３].基于潜在类别分析的临终决策追

踪显示,代理决策者在亲人离世前后悔水平较低,离
世后后悔水平逐渐升高,并在丧亲后的前两年始终

高于临界值,其中５６．３％的代理决策者呈现延迟恢

复轨迹[１４].这种长期的负面情绪不仅影响代理者

的心理健康,还可能导致其生活质量下降.综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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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CU代理决策后悔具有发生率高、异质性强、影响持

久的特点,今后可通过大规模、多中心的纵向研究,
进一步探讨不同决策内容的后悔水平及变化轨迹,
为制订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.

３　决策后悔评估工具

３．１　决策后悔量表(decisionregretscale,DRS)　
DRS由Brehaut等[１５]于２００３年基于渥太华决策支

持框架设计,用于评估患者医疗相关决策的后悔程

度.量表共５个条目,从“非常同意”到“非常不同

意”计１~５分,其中条目２和４为反向计分,最终得

分转化为０~１００分,以０~５分表示无后悔、５~２５
分表示轻度后悔、３０~１００分表示中重度后悔,量表

的Cronbach’sα系数为０．８１~０．９２.DRS是目前

应用最广泛的评估工具,已被翻译为７种语言,中文

版 DRS由渥太华官方提供.DRS量表主要面向患

者自主决策情景,在代理决策中可能引发责任归因

偏差.２０１９年 Haun等[１６]对该量表进行人群调适,
开发照顾者决策后悔量表(decisionregretscalefor
caregivers,DRSＧC),通过语义重构实现角色适配,
用于测量代理者决策后悔水平.该量表共５个条

目,计分方式与原量表一致,量表的 Cronbach’sα
系数为０．８３.DRSＧC量表仅在欧洲地区使用,尚未

汉化,今后还需跨文化调试和信效度检验.

３．２　后悔量表　该量表由vanTolＧGeerdink等[１７]

于２０１６年基于决策合理化理论编制,是测量３种后

悔类型的工具.量表包括选择后悔、过程后悔和结

果后悔３个维度,１８个条目,从“完全不同意”到“完
全同意”计１~５分,总分１８~９０分,得分越高决策

后悔水平越高,经验证３个维度的Cronbach’sα系

数分别为０．９４、０．９５和０．７９.２０２５年王洁等[１８]对其

进行汉化,并在癌症患者中检验总量表的 CronＧ
bach’sα系数为０．９１３.该量表目前主要用于癌症

患者,今后可进行人群调试,使其适配于代理决

策者.

３．３　重症监护室患者家属满意度问卷(familysatisＧ
factionintheintensivecareunit,FSＧICU)　FSＧ
ICU由 Heyland等[１９]于２００１年基于患者满意度和

决策质量理论框架编制,用于评估家属在ICU 护理

和决策过程中的主观体验.量表包含照护满意度和

决策满意度２个维度,３４个条目,从“极差”到“极
好”赋予 ０~１００ 分,得分越高满意度越高,原版

Cronbach’sα系数为 ０．７４~０．９５.２００７ 年 Wall
等[２０]在此基础上删除１０个条目开发FSＧICU 简版,
简版的测量结构与原版一致,但填表耗时更少.

２０１９年 Lai等[２１]对 简 版 完 成 跨 文 化 调 适,检 验

Cronbach’sα系数为０．８６.有学者[２２]通过前瞻性

研究发现家属在ICU 决策中的满意度与决策后悔

水平呈显著负相关,FSＧICU能间接反映决策后悔水

平,但测量决策后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仍然未知,未
来需结合多维度工具探究.

３．４　决策自我效能量表　家庭决策自我效能量表

(familydecision makingselfＧefficacyscale,FDMＧ
SES)由 Nolan等[２３]于２００９年基于自我效能理论编

制,用于评估家庭成员与终末期患者共同参与决策

的信心水平.量表根据患者意识情况分为有决策能

力版与无决策能力版,各包含１３个条目,从“完全不

可以”到“完全可以”计１~５分,Cronbach’sα系数

分别为０．９１和０．９５.该量表适用于生命末期情景,
应用范围局限,目前尚未汉化、引入.代理决策自我

效能量表(surrogatedecision makingselfＧefficacy
scale,SDMＧSES)由Lopez等[２４]于２０１３年编制以评

估代理决策者决策自我效能.２０２１年 Wang等[２５]

将其汉化并在ICU进行信效度检验,量表共５个条

目,从“完全不可以”到“完全可以”计１~４分,总分

５~２０分,Cronbach’sα系数为０．８６.较高的决策

自我效能可显著降低决策后悔风险,提示护理策略

应从提升代理者自我效能着手.

４　ICU代理决策者决策后悔的影响因素

４．１　个体内在因素　代理决策者的人口学特征、心
理特质及健康素养构成决策后悔的内在影响因素.
男性和教育水平更高的代理者经历更少的决策后

悔[１０],这可能与思维方式和信息优势有关.男性倾

向于理性思维,较少受情感干扰;教育水平较高的代

理者具有更广泛的信息获取途径和更高效的信息处

理能力,这种信息优势使他们能够更全面地评估风

险与受益.急性应激反应与决策后悔呈正相关[２６],
这是因为急性应激状态下的焦虑、恐惧和自我效能

感低下,会增强代理者反事实思维并削弱信息处理

能力.健康素养涉及个体对决策过程的理解、决策

风险的认知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,具有较高健康素

养的代理者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决策过程,更好地应

对决策中的不确定性,从而降低决策后悔风险[２７].
建议临床采用阶梯式支持护理:通过决策压力评估

工具识别高风险群体,提供针对性决策辅助工具,对
持续应激者实施认知行为疗法.

４．２　人际互动因素

４．２．１　患者Ｇ代理者互动特征　患者Ｇ代理者互动主

要包括预立医疗照护计划(advancecareplaning,

ACP)、关系亲密度.患者在清 醒 状 态 下 参 与 过

ACP讨论,将会减少决策后悔[２８],其机制在于提升

治疗偏好一致性、减轻决策负担.但我国ICU 仅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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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３．９０％的患者知晓 ACP,实际参与比例更低[２９],主
要归因于文化忌讳和法律支持缺位.患者与代理者

的关系亲密度同样影响后悔水平,配偶和直系亲属

往往承受更大的情感负担,在决策过程中更易受情

绪干扰,增加决策后悔风险[１０].护理人员需关注代

理者心理状况,提供情感和预期性悲伤支持,调整

ACP文化适配策略,借助 ACP辅助工具帮助患者

和代理者树立正确的生死观.

４．２．２　家庭支持系统　家庭系统通过功能质量和经

济基础的双重路径影响代理决策者后悔水平.研

究[３０]表明,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为决策提供支持,
降低决策后悔水平.这是因为强大而稳定的家庭功

能能够缓冲压力,通过开放交流提供多元视角,帮助

解决问题提高凝聚力,家庭成员提供的情绪支持也

有助于减轻代理者的心理和决策负担,提高决策质

量.相反,在功能失调的家庭中,成员关于决策的争

论妨碍代理者逻辑思考,使其陷入更多的冲突和后

悔.另外,ICU高昂的治疗费用也制约代理者对治

疗方案的决策,家庭经济基础越薄弱,决策后悔水平

越高[１３].护理人员应评估家庭功能,识别功能失调

家庭并提供相应的干预措施,如组织召开家庭会议、
协调角色分配、鼓励开放沟通等,积极解决分歧,改
善家庭支持系统.

４．３　系统环境因素

４．３．１　医疗系统特征　医疗系统层面包含决策关系

失衡、信息沟通缺陷和共情疲劳.理想的决策模式

强调医患双方相互尊重与信任,要求共同决策并共

担责任.然而,现实中医生常占主导地位,代理决策

者因医学知识匮乏而处被动地位,这种不平衡不仅

增加代理者心理负担,还妨碍平等关系的建立,导致

其无法充分参与决策过程而增加后悔水平.信息沟

通缺陷是另一关键因素.医护人员沟通时间有限、
沟通技能匮乏以及医学术语过多,将导致信息供给

不足、理解困难,Vanhanen等[３１]研究中５７％的ICU
家属接收医疗信息不充分证实了这点.共情疲劳对

决策质量产生消极影响.共情能力是确保治疗方案

体现患者价值观和偏好的关键因素,但ICU 医护人

员 普 遍 存 在 共 情 疲 劳,其 中 中 高 度 疲 劳 占 比

６６５２％[３２],这使得医护人员在决策互动中表现出

冷漠和疏离,导致决策满意度低下.医患双方应建

立平等伙伴关系,实施共享决策策略;信息交流上使

用结构化清单管理,引入工具评估沟通质量;组织层

面建立医护人员情绪劳动积分制度,定期开展正念

减压训练.

４．３．２　决策情景特征　决策准备度、决策冲突和决

策结局是影响代理者决策后悔的三阶梯要素.前决

策阶段,研究[１２]显示６８．６３％的家属决策准备度不

足,后悔水平较高,主要归因于ICU 决策内容复杂、
时间紧急且信息不对称.决策阶段,代理者面临认

知超负荷、情感耗竭等状态,个体易陷入难以决策的

冲突境地,决策冲突作为影响决策质量的先决条件,
可能损害决策过程,导致过程后悔[３３].后决策阶

段,治疗结局不佳是决策后悔的强大驱动力[１３],疾
病相关并发症、功能损害甚至患者死亡等预期结局

偏差导致结果后悔,这与责任归因引起代理者内疚

和后悔有关.护理人员应开发多样化的决策辅助工

具,如结构化决策手册、互动式决策支持网站和视频

教程.组织决策会议提供个性化决策辅导,帮助代

理者系统了解治疗方案的利弊,提高代理者的决策

准备度和决策质量,降低决策后悔风险.

５　小结

ICU代理决策者决策后悔的发生率居高不下,
对患者、家属和医疗造成多重影响,降低其发生率是

提高决策质量的关键环节.国外关于代理决策者决

策后悔的研究开展较早、范围较广,包括评估工具、
变化轨迹和决策辅导等,而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

段,多为描述性研究,少有干预性研究,尤其缺乏该

类人群的特异性评估工具.因此,借鉴国外研究成

果,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决策后悔应对策略亟待完

成,未来可从以下几方面深入研究.(１)基于文化背

景和家庭结构,开展质性研究探讨不同病种、不同角

色的代理决策者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,构建本土化

决策后悔理论体系,并以此为依托开发决策后悔量

表.(２)积极研发决策辅助工具,如决策树、数字健

康技术、风险预测模型等,提供信息支持以开展医患

平等的共享决策,减少选择后悔和过程后悔,提高决

策质量.(３)强化生死教育,将治疗期望从“延长生

命”转变为“提高生活质量”,并组建多学科 ACP团

队,积极开展 ACP实践,基于患者偏好和意愿做出

决策,减少决策后悔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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